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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末民初社会变革与家族组织的自我调适
——— 以江西地区为中心

■李平亮

清末民初，中国社会经历了“千年未有之大变局”。“地方自治”思潮的兴起和实践、“祖宗革命”等学说的

传播、科举制度的废除和新式教育的发展，均对家族组织一度产生了极大的冲击。面对种种社会变革，江西的

家族组织及时进行自我调适。它们在士绅阶层的主导下，既借助传统的宗法观念进行族内整合，又利用地方

自治、新式教育等新的政治文化资源寻求外部发展，从而导致了族谱编修的政治化、宗祠管理的社团化以及

家族教育的新学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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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清时期，随着国家意识形态的变化与政治

经济的改革，在士绅阶层的主导下，家族组织逐

渐与里甲组织、户籍体系融为一体，成为乡村社
会文化传统的重要一环。晚清以降，随着中国传
统社会在政治体制、经济结构和思想文化等领域
经历了一次全面的变革，乡村社会中的家族组织

一度受到了极大的冲击。对此，诸多学者分别从
不同的视角，进行了整体性或区域性的深入探讨

和分析。然而，无论是主张现代国家力量对家族
组织的消解，还是强调家族组织自身的生命力，

均无法对近代社会变革与家族组织演变的关系

有完整的理解和认识。本文试图在清末民初社会
变革的背景下，以江西地区为中心，考察家族组

织面对社会变革所采取的政治文化策略，探讨地

方自治、“废科兴学”等社会变革与族谱编修的政
治化、宗祠管理的社团化，以及家族教育新学化
的相互关系，以期深化对近代中国社会转型的时

代特征与内在机制的认识。

一、“地方自治”与族谱编修的政治化
清末，随着西方列强的入侵和国内社会危机

的显现，清政府为了维持自身统治，自光绪二十

七年( 1901) 开始，先后颁布多个诏令，在军事、经
济、政治和教育等领域进行一系列的改革，史称
“清末新政”。新政后期，为了实行预备立宪，清政
府颁布了《城镇乡地方自治章程》( 下简称《章
程》) ，要求各省“在城镇乡一级进行议员选举，组
成自治公所，从事地方的教育卫生、道路工事、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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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商事务、慈善等公共事务”。作为一种现代政治
体制，地方自治的推行无疑会对中国传统社会的

基层组织产生较大影响，家族组织与地方自治的

关系也随之成为时人讨论的焦点。如《论地方自
治之亟》一文作者“蛤笑”，就认为中国的宗法制
度和宗族自治，实际上具有地方自治性质:

吾国素为宗法之社会，而非市制之社会，

故族制自治极发达，而市邑自治甚微弱。论者
遂谓宗法为初民集合之原体，而大有障碍于

人群之进化。此其说，证以欧西之历史，则固
然矣。然亦盍思夫吾族自治之能力，绵绵延
延，经二千余年专制政体之摧残剥蚀，而遗一

线者，固重赖此宗法之制也乎?……里乘流
传，固无一不具地方自治之性质者。[1 ] (P9 )

按照《章程》的要求，光绪三十四年三月，江
西谘议局筹办处遵照江西巡抚的要求，在省城设

立自治研究所，为各县自治培养学员。宣统元年
( 1909) ，江西地方自治筹办处提出“嫠正筹办城
镇乡地方自治期限”议案和清单，并由江西巡抚
照会转交省谘议局议决。经过三方审议，决定由
南、新两首邑提前举办，以为各属之模范，各厅州
县之乡镇议事会及董事会则在南、新两邑举办之
后一年成立。①进入民国后，江西的“地方自治”得
以继续推行，但是逐渐演变为“赣人治赣”运动。
面对“地方自治”思潮的兴起与制度实践，江

西的家族组织在士绅的主导下，通过族谱的编修，

将“家族”与“种族”，甚至“宗法制度”与“地方自
治”联系起来，为自身的延续与发展寻求思想上和
政治上的合法性。如万载县士绅辛际周说道:

窃见夫长幼贵贱秩然一庭，类素不相稔

而亲笃之意蔼然，未尝不深有感于敬宗收族

之义。盖以南北劳劳，耳目所得，大抵斯民富
教之方，多倚宗族而不藉国家。居尝纵论中
国数千年来，实宗法相维系……辛亥革命以
还，诙词寝炽，破毁家族之说，一倡而百和。
甚者且以废家祭、变祠产为能事。独吾族之
人奉故腊、循旧仪无稍易。今我房诸先生且
慨然以修订私谱为务，洵哉不随流俗转移而

能保宗法于弗敝者欤……是即吾词之一种
统计表，有以增进族人幸福，而辅政治所不

逮者也。②

辛际周的“宗法制度维系国本”论点，在一定
程度上反映出大变革时代士绅群体对于家族组

织的认识与坚持，也折射出家族组织这种社会文

化传统的内在延续性。当然，一些士绅为了进一
步说明家族存在的时代合理性，还借助族谱编修

在“宗法”与“国例”之间找到合理性。如萍乡士绅
刘洪辟就认为，族谱的编修，实为实现“家国一
体”的最佳途径。他说道:

窃以为国家者，家之所积; 家之人，即国

之民。若预下一令饬各族自修家谱，书成献
之子宫，而户籍所编，即以是为标准，其尚有

遁情乎？……则请以欲行诸通国者，先施于
一家可矣……夫祖者，身所自出; 籍者，身所
由托。一准诸宗法，一关于国例，二者兼权，
礼缘义起。吾族兹谱直与版图相符合，一家
之书通于一国矣。③

可见，在刘洪辟眼中，家谱的编修及其相关内

容的记载，为地方自治的推行提供了充分信息。因
此，一种新的体制要在全国范围内推行，必须从家

族施行开始。只有将“宗法与国例”二者有机结合，
方能实现现代政治体制向乡村社会的延伸。但是，
时代的变革也使士绅们意识到，为保证家族能在

地方自治过程中得以维系，除整合族内各种资源

外，还必须从宗族之外获得更多的资源，而实现此

一目标的最佳途径，莫过于同姓通谱。
同姓通谱，指的是在同姓者和同姓宗族间通

过合作编撰谱牒进行的认祖、连通世系、重排昭
穆等活动。自明末清初始，同姓修谱，甚至异姓联
合修谱在各地时有发生，而在那些族群矛盾边缘

山区，通谱成为小族联合抗争大族的有力工具，

从而深刻地改变着地方社会的权力结构。[ 2 ]清末

民初，同姓修谱在江西各地仍普遍盛行。不过，值
得注意的是，士绅阶层开始将同姓通谱这一行

为，与国家联合相提并论。如南昌士绅魏元旷首
先以自然界的现象，说明了各族联合的必然性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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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对于宗族发展的重要性。其后，又将国、族相
比，为魏氏通谱的修撰找到合理的依据。④新建士
绅王锡藩在《合修大成王氏族谱小引》一文中，则
从群力出发，引申出同姓联合的内在合理性和时

代必要性。他说道:
窃观今日之世界，一群力竞争之世界

矣! 合群则力强，离群则力弱; 合多数之群则

力强，合少数之群力则力弱……是故各国之
有联合，各界之有团体，即是意也。且今日之
势，不第各团各界之贵能群，即姓氏亦贵有

之。能群之姓则强，不能群之姓则弱……我
族自唐景肃公发祥剑邑东山以来，子孙不知

几千万支，派不知数百十，迁徙各地，几遍郡

县，突然犹睹面相亲，名犹不紊者，实以由唐

迄清，历千余年，能合大群而修谱故也。滋自
前清康熙间大修以来，年逾二百，世历十余，

丁则愈生而愈多，支则愈分而愈远，旧族虽

大聚，新支多散佚，苟非重修大谱以联合之，

我王氏子孙，受人欺虐者不知几何也。伏念
我族诸公，上念一本之亲，下顾同宗之谊，踵

兴义举，隐动孝思，莫负发起之心，且尽转达

之义。将已闻者固不胜踊跃，未闻者亦不虑
弃遗。庶几谱事有成，群力终合也已。[ 3 ] ( 卷3)

显然，王锡藩主张王氏合修通谱，乃是出于

对时代的变化与本族现实处境的认识。他希望通
过通谱的修撰，将王姓各族联合起来，达到“苟与
他族偶有交涉，独力难持，犹得并力以相御”之
效，从而避免被其他大姓欺虐的情形。此外，为使
新建、南昌两地之王氏各族进入更广的族际联合
中，王锡藩鼓励由余干马坡嘴徙居新建、南昌两
地的王氏各族与原籍王姓合修族谱，以求获得更

大地域范围内的联合。[ 3 ] ( 卷3)王锡藩对同姓通谱的
解释与实践，既反映了士绅为宗族在社会变革环

境中向外吸收各种资源的策略，又在一定程度上

体现出“同姓通谱”这一文化行为的政治色彩。

二、“同姓建祠”与宗祠管理的社团化
在中国传统乡村社会中，宗祠既是家族的祭

祀中心，也是处理族中事务的权力场所。清末民
初，随着革命思想的传播，“祖宗革命”、“家庭革
命”等学说先后出现。它们不仅主张“欲革政治之
命，必先革家族之命”，还要求取消一切祭祀祖先
的礼仪，将祠堂中祖先的神主牌烧毁。[ 4 ] ( P104、P146 )

在这股革命思潮的影响和战乱的冲击下，江西许

多家族的祠堂受到破坏。因此，士绅为了重建家
族组织，在积极倡导修谱之外，还通过修复祠堂

来强化家族组织应对时代变革的能力。如吉安县
士绅、第一届省议会议员、民国《吉安县志》的编
修者王祜认为:“苟畏难，不为祠事，必日就散弛，
俎豆阙如，诒神怨恫，所遗附宅、店房，久亦或多
损失，纵得人毅然复之，必有苦其倍难于今日

者。”⑤在王祜看来，在大变革的时代，如果不能及
时修复宗祠，不仅族人之间将会失去凝聚力，且

族内的财产也将面临损失。今后即使有人愿意出
力修复，必定遇到更大的困难。
在重建宗祠的同时，士绅还利用编修族谱的

机会，制定相关规约，强化宗祠的权威性。如萍乡
县士绅刘洪辟在《萍北泉溪刘瑞亭支谱》中就制
定了“守祠规条”，从供奉香灯、洒扫堂宇、照料什
物、查禁堆积、严谨防卫、听候呼唤等方面，对族
人的行为提出了具体要求。⑥万载《昌田钟氏族
谱》在“族约”中亦有“肃祠规”的明文规定:

宗庙为礼法所在，尊卑长幼秩然，方成

规矩。嗣后逢合议祠事，或理族人投祠事件，
尊长、房长、斯文、禁首，依次列坐，公是公
非，余人旁站静听，不得喧哗，亦不得杂嘴。
至祭祀祖先，一年一举，尤宜各展孝思。凡属
绅士有故意不到者，追还原给花红。祭时敬
谨如仪，不敬者司过，长辈指摘照罚。不与祭
者端立两旁，如有接耳交谈、东奔西走者，亦
有罚。祭毕燕饮，绅耆坐位居上，□人坐位居
前，不得僭越干咎。⑦

士绅对建祠一事的热衷与祠堂管理的加强，

不仅为宗祠的延续提供了有利条件，还进一步强

化了宗祠作为家族权威中心的地位。据1929年的
《南昌县社会调查》记载:“民多聚族而居，各有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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堂，事无巨细，悉此会议，其有作奸犯科者，共除其

谱，示不齿于族人。”⑧直到民国二十二年( 1933) ，
时人在万载县城看到的还是“各姓氏之宗祠家庙
林立栉比，颇饶宗法社会之意识”;“各姓宗祠计有
三四十所，所用门联，多为‘皆以明伦，庙中何殊庠
序; 是亦为政，门内等若朝廷’”[ 5 ] ( P25 )的景象。
江西士绅在重建宗祠的过程中，除了以全族

或房支的名义进行外，同样借助了同姓这一文化

资源。自清前期始，同姓建祠就成为江西境内的
一种普遍的联族活动。至乾隆朝，尽管地方官员
以有碍地方管理为由，对同姓建祠严加甄别，但

同姓建祠之风并未根除。至清末民初，在江西的
城乡各处，甚至省城南昌，均建有众多的不同姓

氏的总祠。这些祠堂或为一县某姓合建，或为一
府单姓所造，有的还是全省同姓合建。如吉安《吉
郡萧氏大宗祠主谱》就说道:“江右风俗从厚，甲
诸行省。凡族聚而居者，靡不有祠。祠以派分，既
各隆其小宗矣。而村又有合祀各派之宗祠，邑则
有合祀各村之宗祠，郡则有合祀各邑之宗祠，甚

至省会亦有合祀各郡之宗祠。”⑨不过，由于时代
的变化，与传统时期的联宗活动相比，清末民初

江西各地的联宗现象，与地方自治的推行存在着

密切关联，甚至与地方政治派系之间的争斗亦有

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6 ]但是，就管理的模式而言，

此时的联宗同样表现出强烈的时代性和政治性，

有了现代社团的组织形态。下面试以省城“豫章
罗氏宗祠”为例，略作进一步的分析。
“豫章罗氏宗祠”为全省罗姓共建，奉祀江西
罗姓始祖、豫章太守罗珠( 怀汉公)。据民国年间
编修的《豫章罗氏祠志录》称，该祠在宋太平兴国
时期，罗姓子弟德秀公曾“表请规复”。明清两代，
该祠屡废屡修。民国初年，因该祠管理者腐败，其
名下产业多处被盗卖。民国十六年，在南昌、新建
数位罗姓人员的倡导下，各地在省城的罗姓子弟

联合成立了整理委员会，清厘祠产，倡复旧规。不
久，罗姓召开旅省同宗大会，改组了宗祠管理机

构，成立“豫章罗氏宗祠管理委员会”，订立章程，
具体内容如下:

第一条 名称: 本会定名为“豫章罗氏
宗祠管理委员会”。
第二条 宗旨:本会以管理本祠公产为

宗旨。
第三条 本会设立于本祠后进寝堂。
第四条 会员资格:凡我同宗旅省人士

只须品行端正、热心公益、年龄在十六岁以
上，经执监委员二人以上之介绍，审查通过

后，均得为本会会员，但每会员应缴纳等级

费。
第五条 会员限制:有左列各项情形之

一者不得为本会会员:吸食鸦片及售卖鸦片

者; 素无正当职业者; 以赌博为惯性者; 受刑

事处分而未回复公权者; 有精神病者。
第六条 会员权限: 开大会时有发言

权、表决权及选举权、被选举权，但被选举者
年龄须在二十五岁以上。如遇对于本祠有利
弊情事，得随时具备书面报告，应取具会员

三分之一以上署名，即得召集临时会议议决

之。
第七条 职员名额:本会暂定执行委员

七人，监察委员五人，候补执行委员五人，候

补监察委员三人，就执委七人中互选一人为

常务委员。
第八条 职员职责:执行委员执行本会

一切议决事件，监察委员监察本会执行事

件。执行委员内分文书、会计、庶务、调查、交
际五股。
第九条 职员选举及任期，每届以二年

为期，期满举行选举职员大会，召集会员投

票选举，以得票数最多者为执监委员，以次

多数者为候补执监委员。连选得连任之，均
为义务职。
第十条 会期:分大会、临时会、执监委

员会三种。入会每年举行二次，以国历四月
十二行之，临时会有必要事项举行之，执监

委员会每星期举行一次。⑩

从上引章程内容来看，我们可以看出罗氏宗

清末民初社会变革与家族组织的自我调适——— 以江西地区为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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祠的管理组织呈现出以下特征: 首先，改组后的

罗氏宗祠管理委员会不仅实行会员制度，对会员

的条件有了限定，且要求会员按等级缴纳费用。
其次，章程对会员的权利和义务也作了明确界

定，并限定了委员会召开的前提。再次，委员会领
导成员的构成，完全是按照现代政治选举的程序

来运作，执行、候补均是单数，其中执行委员内部
又分为五大股。因此，改组后的罗氏宗祠管理机
构，实际上是一个按照现代社团的模式来组建的

同姓政治联盟。罗氏宗祠管理的社团化，既从一
个侧面反映了新式社团已经成为地方社会政治

和经济生活中一种新的组织形式，又在一定程度

上体现出家族组织面对社会变革寻求现代政治

文化资源的策略。

三、“废科兴学”与家族教育的新学化
在明清时期家族组织的发展过程中，科举功

名无疑是一种重要的政治文化资源。许多家族通
过设立族学、学田、宾兴等各种教育基金，鼓励族
中子弟致力于科举，从而产生了一批科举世家。
然而，在清末新政推行的过程中，清政府为了推

动新式教育，“收教育普及之效而立地方自治之
基”，于光绪三十一年正式废除了科举制度。进入
民国后，随着新式教育的发展，学堂出身逐渐取

代科举功名，成为时人进入仕途的有效途径。如
史料记载:

江右文明进化，学校如林，惟设于省会

中为最。南邑附郭而居，莘莘学子，由小学入
中学，由中学入专门，毕业其中者，当不乏学

识富有之士。况民国用人，多取学堂出身，如
本年高等文官及司法考试所录者，各取其

长，分发学习内务、外交者有之，海军、陆军
者有之，财政、农商者有之，教育、交通者有
之，他如法制铨叙等局、审计平政等院者，亦
莫不有之，殆所谓因材器使，无求备于一人

欤。瑏瑡

在此背景下，清末民初江西地区不仅出现了

各种新式学校，且经历了一个由城市向乡村扩散

的过程。正如丰城人邓立德所说:“慨自前清末
造，欧风美雨，相逼而来，而吾国政府暨封疆大

员，鉴潮流之所趋，毅然以停科举、兴学校为急
务，岂好事更张，亦以学校为培植人材之地，其关

系非浅鲜也。自是而后，提议兴学之人，风起云
涌，大而都会行省，次而府厅州县，凡各种学校之

规模，次第毕具。即再次而市镇、乡村，亦皆以小
学为培植人材之始基，公立私立，如栉如林。”瑏瑢据
光绪三十三年学部总务司编制的《第一次教育统
计图表》，当时江西共建有官立、公立、民立小学
堂409所，其中官立高等小学堂73所，两等小学堂

14所，初等小学堂71所，半口学堂3所，女子学堂1
所; 公立高等小学堂64所，两等小学堂33所，初等
小学堂27所，女子学堂3所; 民立高等小学堂6所，
两等小学堂29所，初等小学堂83所，女子学堂2
所。[ 7 ] ( P502 － 503 ) 而这些遍布江西城乡的新式学校，

大多与家族组织相关。如南昌县令为普及新式教
育，就谕令南昌各地家族兴办族学。其文称:

案奉上宪通饬城镇市乡等处应各兴办

族学，以收教育普及之效而立地方自治之

基。查南昌市镇共三十五处之多，居民乡村
共二百零九处之广，而成立族学不过十余

所，亟应责成各处绅董、族长迅速兴办，不举
办者即罪其族长; 学龄儿童不入学者，即罪

其父兄，并酌定条规如后: A期限。自出示之
日起，限一月内，各镇市乡村将筹办方法来

县报告。B学区。凡族大者，自一区以至数区
不等，族小者，联合他族共为一区。C学费。凡
各族祠宇均有公费，各村又有迎神、演戏、赛
会、建醮各费，一律提拨。D 罚章。示期一月
内将办法报告，如有逾限不办不报者，罚钱

四十千文。族学成立，如有儿童不入学者，将
其父兄处以三千文以上至一百千文罚金，以

家之贫富为断。祠宇公费如有不肯提拨者，
即令其族长照数认罚。如族丁阻止，准其族
长禀究。迎神、演戏、赛会、逋醮各费如有不
肯提拨者，除另拘案究惩外，仍照数充罚。以
上罚款，均拨为学堂之用。[ 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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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地方官的强制推行下，许多家族纷纷建立

起族学，其经费有的是由族人提供，有的则是全

族筹措，或将族中公产作为办学费用。如南昌县
胡氏家族学堂的经费，就是创办者胡士华提供，

曾氏族立两等小学堂的费用则由曾氏合族共同

承担。[ 7 ] ( P502 － 503 )

民国初期，江西各地的新式小学仍然处于持

续增加的态势。如民国《丰城通志稿》记载:“民国
改元以来，庶政革新，以发展小学、提高民智为急
务，取缔私塾补助小学，同时迈进不遗余力。城区
更有县立模范小学、女子小学之设，乡村私立学校
以历有增加，从此小学林立，数量之多，谅有可

观。”瑏瑣不过，与清末江西各地新式小学的创建一
样，民国初期江西乡村新式教育的发展，仍然是一

些家族组织的士绅阶层积极推动的结果。如民国
《分宜县志》卷五记载，“车田私立培英高初两等学
校，民国二年族绅袁玉麟、廷桢、廷槐、日润、延寿
等集资呈报成立”;“介溪私立小学校，民国七年经
本族士绅严嗣遵等筹款呈报，成立高初两等学

校”。而《南昌纪事》卷三显示，南昌县内的40多所
新式小学，亦大多为当地士绅及其家族创建。
上述种种情况表明，在清末民初江西家族组

织的发展过程中，创办新式学校也是其寻求新的

文化资源的重要组成部分。如南昌县月池熊氏家
族，就将原先用以资助族中子弟参加科举考试的

基金，先后创办了“心远小学”、“心远中学”和“心
远大学”，为家族和社会培养出一大批新式知识
分子，成为江西近代历史上名副其实的教育世

家。[ 9 ]不过，由于自身的力量有限，大多数的江西

家族无法参与到更高层次的新式教育领域。因
此，为了鼓励族中子弟积极追求更高的新式学

历，许多家族制定了详细的奖励措施。如吉安县
坊廓乡张氏家族就规定:“高等小学校，送毕业礼
钱四串文; 中学校，送毕业礼钱八吊文; 而师范毕

业者与中学校平等。至于游学各国学者，每年帮
经费钱十二吊文，送毕业礼钱八吊文。”瑏瑤而万载
县潭溪万氏家族亦拟定了《暂行奖励规则》，并将
其收入家谱之中，作为激励族人追求新式学历的

最高典范。瑏瑥

清末民初江西家族组织与新式教育之间所

呈现出的景象，既是科举制度废除的必然结果，

也是新式学历成为乡村社会中一种新的政治文

化资源的有力印证。正是在士绅阶层的努力下，
江西的家族组织通过创办新式学校，培养出一批

新的政治和文化精英，为自身的发展和转型创造

了有利的条件。

四、结语
清末民初，中国社会经历了“千年未有之大

变局”。无论是在国家政治制度层面，还是在乡村
社会文化生活领域，无不经历了急剧的变动。以
往的研究或是主张随着现代政治机构对乡村社

会的渗透，原有的“权力的文化网络”被慢慢消
解，导致乡村社会的权力结构处于一种无序的状

态; 或是强调传统因素对政治变革的阻力，认为

自上而下的现代国家政权建设之所以未能在乡

村社会中确立起一套新的权力秩序，乃是受到了

家族组织等乡村社会力量的强烈反对。这两种看
法均来自于具体的实证研究，无疑都具有一定的

合理性。但是，从不同的区域历史经验来看，乡村
社会文化传统与现代国家政治的关系，并不能单

纯地归结为“二元对立”，而应在更多的区域研究
的基础上进行比较和理论思考，然后才能对此问

题有着更为客观和完整的认识。
在明清时期江西乡村社会文化网络中，家族

组织是重要的一环。它不仅与里甲户籍等组织融
为一体，还在市场管理和宗教活动中占据主导地

位。晚清时期团练的创办和民团的组建，均与家
族组织这一文化传统有着密切的关系。瑏瑦清末民
初，面对“地方自治”、“祖宗革命”和“废科兴学”

等社会变革，江西的家族组织表现出极强的能动

性和适应性。它们借助士绅阶层的政治优势，一
方面通过编修族谱、修建宗祠、同姓联宗等文化
活动，将各种传统资源与现代因素有机结合，导

致了族谱编修的政治化、宗祠的重建及其管理的
社团化; 另一方面，家族组织既积极参与到新式

清末民初社会变革与家族组织的自我调适——— 以江西地区为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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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领域，创办了为数众多的新式小学，又通过

奖励措施激励族中子弟追求更高的新式学历。在
江西的众多家族中，都不乏借助于新学获得政治

上成功之例。如南昌县的月池熊氏家族，积极利
用新学追逐社会权势，对地方政局产生了广泛而

深远的影响。[ 10 ]清末民初江西家族组织族谱编修
的政治化、宗祠管理的社团化以及家族教育的新
学化，表明乡村社会文化传统与现代政治的融合

性与有机性，在一定程度上揭示了中国传统社会

向近代转型的内在机制与时代特征。
当然，必须指出的是，在清末民初江西家族

组织的调适过程中，除了借助修谱建祠、同姓联
宗以及发展新式教育等文化资源外，还与义图

制、商会组织，以及议会制等经济团体和政治机
构有机结合，对地方社会的经济发展与政治格局

产生了深刻的影响。有关此一问题，笔者将另文
探讨。

注释:

①江西省谘议局《江西谘议局第一次常年会呈报议

决案》(卷上 ) ，宣统二年刊本，第1页。

②《万载辛氏幼房谱》( 跋语)，1914年。

③《刘氏族谱》(新序 ) ，1915年。

④魏元旷《潜园文集》( 卷6) ，1933年。

⑤王祜《复建长者公祠记》(序言 ) ，见《吉郡王氏长

者公祠主谱》，1926年; 黄天娥《民国时期吉安的宗族与

地方精英——— 以吉安县坊廓乡为中心》，中山大学博士

学位论文，2010年。

⑥《萍北泉溪刘瑞亭公支谱》( 卷5) ，1922年。

⑦《万载昌田钟氏族谱》( 卷首)，民国时期修。

⑧江西省农业调查所《南昌全县农村调查报告》，

1929年，第127页。

⑨萧敷政《重建郡城萧氏大宗祠主谱序》，见《吉郡

萧氏大宗祠主谱》，宣统元年。

⑩《豫章罗氏祠志录》( 卷2) ，1943。

瑏瑡周德华《南昌纪事》(卷3 )，1920年，第59 － 60页。

瑏瑢邓立德《狮麓书改建富水小学记》，任传藻《丰城

通志稿》( 卷31) ，民国时期修。

瑏瑣任传藻《丰城通志稿》，民国时期稿本。

瑏瑤《吉安河东斋楼前张氏族谱》( 卷2) ，1917年。

瑏瑥《万载潭溪万氏族谱》( 卷上)，1941年。

瑏瑦关于家族组织与晚清团练组织、清末民初民团的

论述，可参阅( 美) 孔飞力《中华帝国晚期的叛乱及其敌

人——— 1796—1864年的军事化与社会结构》(中国社会

科学出版社，2002年版 ) ; 李平亮《辛亥革命时期的民团

与社会权势转移》(《史学月刊》2006年第1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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